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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力量，香港与全球性中国     

 Darren Byler, 2020 年 10 月 

018 年 9 月 23 日，广深港高速铁路正式通车，将中国内地与香港市区紧密相连。这个耗

资 110 亿美元，历时近 9 年的项目所促进的不只是旅游业。它同时也将中国政府的领土主

权带达香港九龙。在这个闪亮车站的波浪形钢结构内，旅客们必须遵从中国法律。 

正如社会学家李静君在中国制造 2020 年 9 月名为“香港：全球性中国的不安前线”讲座

中所指出，在过去 10 年中，类似于高铁站的中国基础设施是重塑中国印象中香港的殖民项目

的一部分。李静君表明，“他们（中国政府）想要对香港市中心有直接的控制和介入。一旦你

进入火车站内的海关区域，你将受到中国法律的约束。正是这个项目（广深港高速铁路）的治

外法权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和抗议。”该项目的双方–香港示威者和中国当局–都对人为修建环境

所承载的权势有所了解。 

2 

图 1. 西九龙高铁站，2018 年 10 月 1 日 (图源: Wiki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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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李静君就新基础设施系统所强加的控制的讨论，我想到了基础设施的力量的概念

化：人为建造系统的布局可以增强国家对社会的影响（Mann 1984； Easterling 2016）。通

过使自己融入公民生活并通过这种强加实行新的成本和收益制度，依赖基础设施的国家开始塑

造城市权，交通权，工作权等。基础设施的力量–一个对福柯可能称为生物力量的唯物主义重

新定义（Foucault 2007）–宣布了国家的优先事项：谁或哪些事物被允许移动和采取行动，

谁的生命和哪些材料被许与价值。关注基础设施的力量为最近有关香港的讨论增加了另一个维

度，这些讨论的重点是人权，法律改革，民主和抗议（Davis 2020；Wasserstrom 2020）。

它为中国对香港的殖民地领土化提供了社会技术分析切入点。 

昭示中国政府想要重塑香港意图的高速铁路也同时是香港去殖民化运动的中心。上千名

民主运动示威者早在该铁路被提出的 2009 年就走上大街进行了抗议活动。他们清楚的明白这

个项目会产生多余的铁路运力，还会牺牲香港纳税人的利益去承担大陆公司倾销到香港的额外

基础设施。示威者采用了多种民主抗议的典型战术， 例如请愿，游行，绝食和集会，但是他

们也开始创新。 

在 2010 年 1 月的几个周末中，他们采用了藏族奉献的习俗，每走 26 步就以五体投地

形式卧拜，以抗议拟建铁路的每一公里。他们的抗议活动也开始以其他方式反映以修建的环

境。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组织了对香港立法大楼的封锁，将支持北京的立法者困在里面一天。他

们绘制并在网络上发布警察和抗议者所在地的地图。他们用保鲜膜包住脸防止胡椒喷雾。当警

察护送立法者出去并开始殴打示威者时，他们集声高喊“羞耻”。 

十多年前的这场抗议活动激发了黄之锋和其他许多高中生两年后的抗议活动，他们反对

将北京政治宣传材料引入香港高中教科书中。该抗议进一步激发了 2014 年的雨伞运动，进而

激发了 2019 年的“反送中”抗议活动。每一次后续的抗议活动规模都在扩大，其战术也变得越

来越复杂。它催生了一代在激进政治运动中逐渐成熟的香港年轻人。由于 2020 年颁布的《国

家安全法》，抗议活动虽然现在已成为香港的主流，但也变得危险起来。  

李静君认为香港这段抗议历史是具有重要性的，不仅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社会运动如何

形成，还因为它证明了基础设施在调动去殖民化政治中的角色。不仅如此，它同时也阐释了全

球性中国的限制性和策略性。 

 

全球性中国 

正如李静君在她近期的专著中所言，全球性中国应该主要被看作一个权力领域而非地理或者区

域性现象。中国在其势力范围以外的投资和治理策略部署与中国内部的体系非常紧密地联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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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这并不完全是说中国政府和公司行试图在非中国的地方复制其在国内使用的系统，而是

说明其国内战略为中国在其他地方的权力战略提供了信息和影响（Oakes 2019）。 

 

图 2. 2015年靠近大屿山港珠澳大桥香港段施工阶段 (图源: Wikicommons) 

了解中国国内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由无政府体系的地方竞争所推动的是非常重要的。

省，市和县级的政府一直都在相互竞争以取得经济增长和中央政府对基础设施发展投资的领先

地位。正如李静君在她 2007 年关于劳工斗争和国家社会主义衰落之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复兴的

专著中所表明的那样，地方政府之间的残酷竞争导致了许多领域的资本重复或过度积累（另见

李静君 2017b ）。当房地产，能源和其他产品的国内市场饱和并且利润率下降时，省级领

导，各部委，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都有兴趣游说中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对外投资。由于现

在共产党地方部门的干部晋升始终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中国国家和私人资本外向推进的势头

强劲地蓄势待发。 

李静君在讲座中重申其 2018 年著作的一些理论分析。李指出在北美和西欧陷入衰退的

2008 年之际，中国中央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加其强科技能力对重新定位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价

值链中地位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开始将自己定位为制定全球标准的国家。同时他们发

现中国各地在过去十年间的发展成果让其在基础设施开发方面具有关键的战略优势。因此全球

性中国的力量不仅是由自上而下的经济增长需求所驱动的，它同时也是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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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隐性驱动力。但是这股力量也同时被国内私有与国有公司为了向外扩张而进行的游说所推

动。 

李静君认为香港已经成为了由资本驱动的政治力量的关键阵地。一套松散的实践模式已

经开始在很多受全球性中国影响的地区–例如东南亚和非洲–出现。这个工具箱或者用户手册是

由三个部分组成：经济投资，庇护主义和制度构建。 

首先，中国国有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道路，水坝，“安全城市”监视系统与网络

连接。这种国家经济建设与跨国企业发展的模式不仅释放了中国境内过度积累的资本，更是创

建了一个让多余权利关系与影响力被巩固甚至是制度化的物质基础。其次是中国资本与被投资

地区掌权领导和本地华裔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虽然这些关系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而建立的，

但是以礼物，可观的工作和私人投资形式的经济奖励机制是全球性中国扩张的主要因素。第三

个方面–制度构建–主要通过话语和传播该话语的机构来实施。中国权威尝试通过新闻与电视，

社交媒体与电影，改变课本和重塑官方话语来统一思想，从而进一步巩固这些权力关系。 

因为中国政府拥有对香港领土的绝对主权，全球性中国的实践手段在香港比在其他地区

更加显而易见。正如李静君在其讲话中所谈到，“相比较出口到需要与其他政治主权打交道的

国家，中国资本向香港出口其过剩的产能明显更加简单。” 

港中澳大桥通过澳门将中国大陆与香港关键交通基础设施–香港机场–连接。作为全世界

最长的桥梁，它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明基础设施被北京用于宣誓其在香港实际与象征性主导地位

的例子。这条全长 55 公里的大桥是由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 领导的集团花费约 180 亿港元所承建。李静君认为这座桥梁发挥了几种全

球性中国的作用。从官方政治而言，这座大桥将香港和澳门与中国珠海紧密地联系起来。其

次，港珠澳大桥为全球性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早在完成

港中澳大桥的建设之前就已经将其桥梁生产线转移到挪威和其他地方。对于这一事实，李静君

评论道：“这个时代的桥梁都将按照中国标准所修建，这才是关键点。” 

  

全球性中国何时具有殖民性 

2020 年 7 月 1 日，一艘驳船出现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五面写有“贺国安立法”黄色大字的政

府红色横幅紧贴在集装箱侧面。在香港移交主权 23 年后的纪念日，一夜之间，与北京不同的

政治意见与象征性符号被非法化，例如支持香港，台湾，新疆和西藏独立的运动。国安法通

过基础设施将香港政府与当局从民主价值观重新定位到全球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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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学术著作中，李静君很小心的区分具有全球性中国或帝国主义/殖民性特征的中国

发展模式。因为殖民主义意味着占领，剥夺和统治，许多全球性中国的项目并不能被称之如

此。相反，中国基础设施项目更容易形成经济上的影响，或需要一群中国公民进行修建于维

护。但是他们在其他国家本地政治与机构里施展的权利往往是很局限的。正如 Ivan 

Franceschini (2020)在其对柬埔寨建筑工人的案例研究中所证实，即使柬埔寨工人的工资远

比中国工人的少，他们都受其中国公司雇主所压榨。同时，虽然中国媒体、资本与企业已经

开始影响柬埔寨社会， 有关占领、统治或是被广泛剥夺的现象还暂时没有出现。即使缺少资

金资助且常常失效，大部分柬埔寨的社会基础–语言，教育，宗教，警署，公务系统–仍然保

持着原状。其次，如 Miriam Driesssen (2019) 所证实，在某些案例中，如在类似埃塞俄比

亚等国家，面对中国劳工制度时，当地工人可以借助本地法律系统保护自己的利益。 

 

图 3. 一艘载有“庆祝国家安全法”横幅的驳船和集装箱出现在维多利亚港，2020 年 7 月 1 日 (图源: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 

香港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案例。在这里，全球性中国的呈现方式是内部殖民项目。

李静君认为北京在香港的内部殖民是通过制度移植和捕获来实行的。 

这种更换规范准则和人员的过程是主权国家殖民化的关键要素。由于中国当局最终不

需要对谁负责任，因此他们找到了捕获警察、媒体、教育系统、公务员部门和选举系统等关

键机构的方法。对此，李静君评论道： “研究机构移植和捕获是诊断殖民项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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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主要是通过结合经济投资和庇护主义–全球性中国工具书中的第一和第二点– 来实

施其内部殖民的。香港的基础设施越来越面向内地。Carolyn Cartier (2020) 证实，通过修建

赞助西九龙艺术街区投资的“文化中心，”中国政府城市规划员实际上正在将创意产业作为知识

生产的工具，“通过审美化来生产现实。“ Cartier 认为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近期纳入的故宫博

物院分馆–在香港展出于北京策划的物质文化是暗示中心–外围权力的一种方式。李静君也在

她的讲座中提到类似的项目（同样见于 Toland 2020）：为香港精品地产打造人工岛，预计

耗资 630 亿美元的项目。李静君认为该项目不仅不会降低香港住房成本，反而会为中国大陆

投资者让香港城市中心去中心化化提供新空间。 

总的来讲，香港过去 10 年间的主要私人投资与发展项目均来自于中国大陆。其次，香

港掌权精英都被好到无法拒绝的提议所收买。那些拒绝这些提议的精英已被孤立。香港当局–

林郑月娥和她的支持者–逐渐开始模仿用来控制他们的权利关系于行为（见 Bhabha 

1994）。香港政府也开始将新的国安法作为武器来限制言论自由与集会。政府还进一步改变

了小学与中学的课程设置。 

 

反政治的社会机构 

矛盾的是，在这一切被建立起来的同时，香港已经成为了反抗全球性中国的中心。因为老一

代香港人成长于抗争年代，他们的自身政治能力不断增强，诉求也变得更加激进。李静君认

为，“香港已经成为有独立意识的领地，香港独立的想法已经从边缘地带转移到主流人群–特

别是年轻一代–的政治想象中。” 

其次，这一连串的抗议所培养的反思性导致了纠正过去错误的能力。随着 2020 年国安

法的通过， 香港的抗议宗旨转变成了反政治化以及减少伤亡。在社区表面和紧闭着的房门背

后，激进的政治正在酝酿中。李静君评论道，“香港是全球性中国最动荡不安的前端，因为他

们炼就了最强的抵抗能力。这部分是因为香港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它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

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因此有许多强大的利益相关者。” 

香港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作为一个资本中心，包括中国亿万

富翁等全球最富有的人都被迫关注着这些抗议。这使得香港仍然是矛盾的全球私人资本与中

国国有资本相遇的关键地。这些裂缝创造了一个开口。例如它使得香港人难以替代，也使香

港不同于中国国内的其他殖民主义地–西藏与新疆。 

对西藏和新疆的殖民也是从投资基础设施开始。正如 Emily Yeh （2013）所证实，西

藏的殖民主义开始于大量不被期望的基础设施投资。相似的是，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新



中国制造简报 #7 2020 年 10 月 12 号 
 

中国制造：亚洲基础设施与“中国模式”发展 7 

疆，类似于道路，铁路和管道的硬性基础设施将殖民者从中国其他地方带到维吾尔族聚集地

（Byler 2018）。然而，将维吾尔族和藏族人推向 Patrick Wolfe （2006）所描述的社会消

除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将草根阶级的本土政治领导人与教育者替换成对政府衷心的外地中国

公民；二是将成千上万的本地人从他们的家庭中抽离。随着邻里监视单位或工作队级别的新

领导人到位，人力和技术监视系统能够制定新的真相制度（Byler 2018）。   

然而，在香港，基层社区仍然完好无损，即使他们通过保护客户关系成为目标，而且

那些指挥级别较高的人经常被笼络收买。基于其在雅加达的研究调查，学者 AbdouMaliq 

Simone (2016) 认为互为主体性使人类社区在基础设施的力量发生巨大变化时变得坚韧。他

发现即使城市空间和生计的变化能减小社区组织的可能性，“关照的过程”仍然可以通过战略隐

形存活。这也是李静君所谓的反政治。该种行为可以拒绝殖民与资本主义的前沿开拓，因为

他们遵循的人际关怀理论的一部分至少是在国家视线以外的。只要家庭与社区保持完好无

损，基础设施力量的冰冷逻辑–开发与高效–就能被逆转。 

香港的核心是国际大都市。改变它必将以销毁该特质为代价。即使像林郑月娥这样被

笼络的当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发展仔细研究权力关系和适应与反抗战略的分析方法对于了

解香港与全球性中国未来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深入思考全球性中国，将其看待为采取特定战

略但结果不平等的项目，而非一个同质的殖民性项目。转向全球国际主义团结运动的层次，

这也意味着培养对其他全球国家在采用基础设施力量、更换政府机构和将象征性支配地位投

射到较弱国家的战略的批判意识。无论由全球性中国还是全球性美国投射到香港社区的基础

设施力量都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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